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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消费与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机制分析

宋　 妍　 张　 明

摘 要　 绿色产品消费关乎生态环境质量, 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依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阐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 厘清绿色产品

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与机制。 在此基础上, 构建引入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学模

型, 基于绿色产品生产的四种创新类型, 对绿色产品消费与生态环境质量提升问题进行研

究。 结果表明, 消费者收入禀赋、 公共物品特征外溢价值都是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和环境

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 产品创新类型不同, 会对消费者的绿色产品选择、 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具体地, 突破性创新和技术创新更容易激励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

费, 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渐进性创新和商业创新能否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需

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 包括更小的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溢出效应、 更大的环境公共物品特征

与功能性产品特征替代效应、 更高的初始禀赋和功能性产品消费水平等。 据此给出政策启

示, 以期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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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倡导绿色消费,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 “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 绿色消费既是扩大内需、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

要支撑。 绿色消费的内容宽泛, 涵盖绿色产品、 物资的回收利用、 能源的有效使用等方方面面。 其

中, 绿色产品是指满足消费者功能需求, 在其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对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 资源能源消耗少、 品质高的产品 (宋妍等, 2019)。 伴随着绿色消费理念的

普及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 绿色产品在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于是, 哪些

因素会对绿色产品消费产生影响? 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 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材料等做法, 表现出

创新绿色产品生产的不同类型。 创新类型会对绿色产品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 进而会对生态环境质

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明确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具体条件, 为加快健全绿色消费

激励机制、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依据。
致力于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内容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 进行文献综述; 第二, 阐明生产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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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证关系, 厘清绿色产品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与机制; 第三, 结合经济学模型推导,
对不同创新类型下的绿色产品消费选择展开比较分析, 以更直观、 严谨地呈现研究发现; 第四, 总

结研究结论, 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一、 文献综述

围绕绿色产品消费, 当前研究主要从范围界定、 行为选择和政策干预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范

围界定。 绿色产品的概念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政府起草环境污染法规时被首次提出, 不同于传统

非绿色产品, 这类产品以其环保属性著称, 具有节约资源、 环境友好、 健康无害的特性, 又被称为

环境协调产品、 环境友好产品、 生态友好产品。 1990 年, 我国在全国农垦经济社会 “八五” 发展

规划中正式提出绿色食品的概念, 此后的三十余年里, 绿色食品从一个概念到一个标志、 到一类产

品、 到一个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 对产品 “绿色程度” 的描述和量化特征难以明确, 使得严

格界定绿色产品的标准和范围并不容易。 例如, 按照对环保作用大小, 绿色产品可以划分为浅绿、
深绿等不同绿度; 按照与原产品程度差异, 绿色产品可以划分为改良、 改进等不同类型。 绿色产品

种类多样, 且随着民众需求、 技术水平、 环保标准等不断提高, 其内涵和外延还会发生改变 (王茂

斌等, 2024)。 这些仅从绿色产品 “涉绿” 相对程度进行的分类由于评价标准不统一, 既隐藏了不

同类型产品的独特性和核心竞争力, 也容易导致结果出现主观偏误或测度偏差。
其次是行为选择。 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拥有利他偏好、 高社会价值感知、

强环保属性绿色产品 (于春玲等, 2019; 张世敬和张校源, 2024) 等, 是助力其行为选择的关键因

素; 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知识贫乏、 信息有限 (Kotchen, 2013)、 体验不理想 (Tezer and Bodur,
2020) 等, 则是阻滞其行为选择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 绿色产品从生产、 流通、 消费的生命周期

过程中实现全流程控制, 确保了环境的可持续性, 并随着消费者对环保问题的日益关注, 自然地满

足了市场对环保健康产品的需求。 消费者愈益倾向于购买那些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影响较小

的产品, 使得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常态化的关键就是要扭转个体消费者可能的认知不充分、 感知的经

济性和社会性不足等问题 (黄韫慧和杨璐, 2023)。 为此, 既有研究提出从社会规范、 社会身份认

同和社会赞许等方面增强消费者的绿色认知和信念 (冯文婷等, 2025), 并提出引入低成本、 非强

制性的行为学策略来 “助推” 个体行为向着提升绿色产品消费的预期转变, 缓解制约消费者进行绿

色产品消费时面临的 “当下 -未来” 以及 “个人 -社会” 利益冲突。
最后是政策干预。 要让绿色产品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政府部门对企业绿色创新实施研发补

贴、 环境规制 (汪明月和李颖明, 2021)、 标准认证 (Goff, 2021)、 绿色采购 (Hussain et al. ,
2022)、 道德倡议等备受关注, 这些都是政策工具箱中的常用工具。 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鲜明底色, 绿色产品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 需要政府以有形政策引导, 用政府 “有形之手” 与

市场 “无形之手” 配合, 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转型。 关于政策干预的成效, 如果仅从绿色产品消费行

为提升方面来看, 组合使用市场激励型工具、 信息引导型工具等, 成效更为突出; 但是如果考虑到

政策干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受政府财政预算制约, 长期采取政府补贴策略有可能诱发 “高价低

绿” 产品, 从而形成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福利下降的局面。 这一观点表明, 任何单一政策的效果总

是有限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采用实证方法研究生产视角下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决策、 政策干预的文

献众多, 可一旦牵涉庞大的消费者群体, 学者们或者就局部区域、 行业、 受众等进行问卷调查, 或

者采用 Stackelberg 模型、 DSGE 模型、 微分博弈模型等进行理论分析, 消费者被简化为拥有绿色感

知的一个参数纳入模型之中。
概括而言, 无论是消费者的行为选择还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干预, 多数研究普遍隐含着绿色产品

溢价只要维持在合理区间, 民众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就多多益善的观点。 然而, 从结果上来看,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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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政策干预的部分文献提到绿色产品消费可能带来消费者及社会福利的下降, 它们一是侧重从生

产视角进行研究, 强调政府行为如何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 绿色产品尽管是市场上的一种商

品, 但是环境外溢效应导致其环境公共物品属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二是尽管有部分文献提到了绿

色产品消费的社会福利, 但是 “福利” 所指并不明确, 直接关注绿色产品消费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

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近年来, 实验经济学的相关进展同样表明绿色产品消费存在负面的溢出效应

(Truelove et al. , 2016; Rojas and Cinner, 2020), 揭示绿色产品消费不是百般利好, 在具体场景中

有可能减少其他类型产品消费, 从而不利于提升整体福利和生态环境水平。 这些与不考虑绿色产品

商品特征属性、 简单扩大绿色产品消费的观点发生冲突, 为本文研究留下了余地。
有鉴于此, 本文拟从消费视角出发, 分析绿色产品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可能影响。 研究贡献

主要有两点: 一是遵循绿色产品所具有的商品属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 明晰绿色产品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以此阐明绿色产品消费视角研究的必要性, 为侧重

从生产视角展开研究的现有文献提供互补证据。 二是将产品的创新类型联合考虑, 基于产品创新类

型不同来探究绿色产品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与机制。 特别是 2024 年最新 《绿色产品评

价通则》 (GB / T 33761) 规定, 绿色产品评价要满足节能环保法律法规、 工艺技术、 管理体系等方

面的要求, 这为从创新类型角度展开对绿色产品的消费研究提供了支撑。 本文支持企业绿色产品生

产具有关键作用, 并认同消费者拥有影响企业决策的关键力量 (阿吉翁等, 2021), 通过将生产企

业的绿色产品创新类型纳入消费者决策情境, 发现消费者持续增加绿色产品消费不会自然带来生态

环境质量显著提升。 除了收入禀赋及环保意识会作用于消费者行为选择, 绿色产品和传统非绿色产

品的比较优势更是影响消费者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和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

二、 绿色产品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分析

(一) 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 以鲍德里亚 (Baudrillard) 为代表的消费主义思潮泛起, 着力强调消费行为的社会重

要性, 并将消费行为视作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与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不

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不同, 消费主义中的消费作为个体的自我满足与欲望实现的目的而存在, 是 “一
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的活动” (毕红梅和幸晨欣, 2024)。 由于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只是符号, 消费

行为并不是人对物的占有, 而是物对人的包围和符号对人的操控, 消费主义于是得出消费是目的、
生产是手段、 消费决定生产的观点, 显然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 消费作为满足个体需要、 实现个体发展的手段, 是社会生产的终

点和社会再生产的起点, 消费与生产之间是一种前者为后者所决定, 前者进而影响后者的唯物辩证

关系 (宫敬才, 2024)。 首先, 消费为生产所决定。 社会生产创造了人类社会, 在此之后才有人类

社会的消费, 消费因而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 既然消费由生产发展所决定, 那么满足人类不断增

长、 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消费便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的目的, 其提出和实现都是由人类社会生产自

身的发展所决定的。 其次, 消费在生产之后。 社会生产具备主导经济进程的能力, 是整个经济循环

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 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 只能在

生产环节之后。 即使欲望生产理论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间即时性和活动连续性推向了极致 (生产

即消费), 仍然无法颠覆马克思关于消费和生产辩证关系的思想, 只是为马克思 “生产一般” 概念

赋予了新的内涵 (孔明安和王馨雨, 2025)。 最后, 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对生产起着制约作用。 在

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过程中, 消费是终点, 这个终点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 对生产起促进或阻碍作

用。 要发挥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 就必需大力提振消费, 多举措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 推动消费

模式绿色转型、 激发绿色消费市场潜能, 使消费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不断增强。
98

宋　 妍　 张　 明: 绿色产品消费与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机制分析



(二) 产品创新类型在绿色产品消费中的作用

绿色产品与传统非绿色产品一样, 具备满足消费者功能性需求、 满足各级技术及质量标准、 有

利于企业实现盈利目标的特征, 是用来交换、 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 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两种属性的矛盾统一体, 因此, 马克思关于消费与生产是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观点同样适用于绿色

产品。 与传统非绿色产品相比, 绿色产品多了改善环境和社会生活品质的环保性特征, 这充分体现

在绿色产品的命名上。 “绿色” 一词代表生态、 健康、 可持续的含义,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从而很

难从 “涉绿” 相对程度上对绿色产品进行分类和讨论。 既然消费为生产所决定、 消费在生产之后,
那么基于产品生产的创新类型来展开绿色产品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就是合理且可行的。

首先, 产品创新类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绿色产品的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

程, 人们的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 消费层次等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变化。 当

前, 部分绿色产品存在识别度较低、 价格和消费复杂性较高的特点, 造成具有模糊绿色消费意识和

动机的消费者更容易选择购买与之功能相近的传统非绿色产品。 一些生产企业以绿色创新提效为抓

手, 尝试提高绿色产品消费的吸引力, 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改变产品包装、 添加绿色标识、 发展共

享经济、 塑造绿色声誉等, 表现为在产品功能维度和技术能力维度各不相同的产品创新类型。 企业

选择哪一类创新类型, 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对生产经营战略的一种选择, 反映了企业自身的技

术能力和经济实力的状况。 相应地, 产品创新类型不同, 会导致新的消费品出现和新的消费方式产

生, 进而对消费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 产品创新类型不同, 绿色产品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 这是因为,

传统非绿色产品的生产是粗放型的, 它仅考虑产品的功能、 质量和寿命, 不考虑产品设计、 制造、
使用和废弃等对生态环境的外溢效应。 绿色产品和传统非绿色产品之间在功能性特征上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替代关系, 那些偏向打破生产工艺、 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材料的绿色创新产品, 相当于同时提

升了产品的经济性和消费的环保性, 很容易激励消费者增加购买行为, 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而那些功能替代程度较低、 偏向更迭产品包装和改变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产品, 即使有可能挤占传

统非绿色产品的市场, 长期来看也不一定能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一方面, 无论从技术变革的整体

表现还是从企业自身的创新历史来看, 已有研究证实, 产品创新类型 (绿色或者非绿色) 都存在着

路径依赖 (Aghion et al. , 2016), 企业要在绿色清洁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 做出不连续的、 突

破性的成绩, 这对政策的持续积极干预提出了严格要求。 现实中, 无论是研发补贴还是绿色采购,
施策部门都将是不堪重负、 难以为继的。 另一方面,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绿色转型不仅关

乎企业形象, 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并实施绿色转型, 但转型对企业财务状况、 技术协

调和资源投入要求高, 初始门槛难以跨越, 导致不少企业因为资金实力与科研力量较弱而选择门槛

较低的功能性创新 (吴翌琳等, 2024)。 侧重功能维度类型创新尽管对突破性创新有着支撑、 调节

和补充的作用, 但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进却并不是直接有效的。
最后,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 动机和行为会反作用于绿色产品生产, 一定情况下成为制约

绿色产品生产发展的条件。 在生产与消费连续继起的过程中, 消费会刺激生产、 引导生产, 带动生

产力布局, 既对生产的产品种类和质量提出新要求, 也对生产改进和产品创新提供主观动机与动

力。 近年来, 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绿色产品, 引

发衣、 食、 住、 用、 行等方面消费升级。 这些消费环节的变化传导至生产环节, 促进了生产要素配

置方向的调整和生产技术的改进, 一是资源过度开发得到遏制, 能源环境压力得到缓解; 二是循环

经济、 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一大批绿色产业得到发展, 推动了绿色产品的创新和市场的拓展。 但

是, 相较于生产侧的主动作为和结构调整, 绿色产品消费在整体绿色转型中仍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空

间 (黄韫慧和杨璐, 2023)。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 (2022 年) 显示, 有六成受

访者能够经常做到购买绿色产品。 《2024 中国消费趋势报告》 也显示, 有 65. 17%的受访者在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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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低碳消费, 选择在交通出行、 家用电器、 食品饮料三大品类开展低碳消费的受

访者比例分别为 80. 77% 、 54. 1%和 41. 97% 。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 “不了解”、 “缺动力” 和 “少方

法”, 是他们选择传统非绿色产品的主要原因, 产品溢价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存在显著差距, 则进

一步限制了他们主动选择绿色产品, 是制约绿色产品生产发展的充分条件。
综前可知, 绿色产品消费积累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正向影响关系, 需

要结合经济学模型推导进行更加严谨的分析, 以此明确究竟有哪些因素作用于绿色产品消费影响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的过程。

三、 绿色产品消费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分析

随着绿色消费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 从单纯的功能性转变为

对环保、 健康的双重追求。 不失一般性的, 本文假设消费者同时消费一种传统非绿色产品、 一种绿

色产品和提供一种环境公共物品, 在此简化情境下, 从消费视角分析收入禀赋、 产品创新类型等因

素对代表性消费者效用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一) 模型构建

消费者愿意对绿色产品支付绿色溢价, 这反映与传统非绿色产品这类仅注重功能需求满足的产

品比较, 绿色产品同时赋予了消费者功能性利益和环保性利益 (葛万达和盛光华, 2019)。 功能性

利益与传统非绿色产品一样, 通常由消费者个人获得, 用 Y 表示; 环保性利益具有公共物品特征,
通常由消费者个人和他人共同享有, 用 Q 表示。 假设消费者能够从功能性和环保性的联合特征消费

中获得等同于绿色产品消费的效用 (Kotchen, 2013), 则代表性消费者从所有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最

大化效用水平表示为:

max
c,d,e

U(Y,Q)

s. t　 Y = c + ae,Q = d + be + Q~ ,c + d + e ≤ w (1)

式 (1) 中, w ( > 0) 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禀赋。 Q
~

( < Q) 是代表性消费者以外其他消

费者得到的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总和, 体现了环保外溢价值, 不同特征类型产品的市场价格均作单位

化简化处理。 c、 d 和 e 分别代表消费者购买的一种传统非绿色产品、 提供的一种环境公共物品和购

买的一种绿色产品。 假设绿色产品消费可以带来 a 单位的功能性利益和 b 单位的环保性利益, 那么有

e = aY + bQ, 且 a + b > 1。 如果 a + b≤1, 这意味着消费者不会选择消费绿色产品 ( < 1), 或者对各

类型产品消费选择的结果不唯一 ( = 1)。 由于 a 和 b 分别从产品功能维度和 (环保) 技术能力维度

刻画了绿色产品的技术特征, 每一种 a、 b > 0 的特征组合都对应着消费者将收入禀赋用于绿色产品

支出时的一组特征分配, 这确保了消费者购买的产品组合是可行的, 在消费者选择可能边界上时还

是有效率的。
整理式 (1), 则代表性消费者从消费产品特征组合中获得的最大化效用水平重新表示为:

max
Y,Q

U(Y,Q)

s. t　 Q~ ≤ Q
1 - b
a Y + Q ≤ w + Q~ ,Y + 1 - a

b Q ≤ w + 1 - a
b Q~

(2)

(二) 结果求解与分析

前面式 (1) 和式 (2) 是等价的, 但式 (2) 将消费者对产品的行为选择转化为了对产品特征

的行为选择。 根据式 (2), 消费者消费三种类型产品的预算线约束有两条。 在只考虑存在内点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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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求解式 (2), 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购买两类产品特征的需求函数 (由隐性价格和全部收入

构成) 分别是:

Y∗[p∗
Y (Φ),p∗

Q (Φ),W∗(Φ)] 和 Q∗[p∗
Y (Φ),p∗

Q (Φ),W∗(Φ)]。 　

这里, Φ = (a, b, w, Q
~
) 是外生参数集合。 ( pY, pQ; W) 是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线约束;

pr 和 pQ 分别表示特定预算线上功能性产品特征和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隐性价格; W = w + pQ~ 表示代

表性消费者的全部收入, 是消费者收入禀赋与环境公共物品特征外溢价值的加总。 本文关心绿色产

品消费所带来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 因此仅对 Q∗求外生参数 φ (∈Φ) 的偏导数, 记消费者需求

函数对应的补偿需求函数为 Hκ (·), 利用斯勒茨基方程整理后得到:

∂Q∗

∂φ}

总效应

= ∂H
∂p∗

Y

∂p∗
Y

∂φ + ∂H
∂p∗

Q

∂p∗
Q

∂φ( )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替代效应

- Y∗ ∂Q∗

∂W∗

∂p∗
Y

∂φ + Q∗ ∂Q∗

∂W∗

∂p∗
Q

∂φ( )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全部收入效应

+ ∂Qκ∗

∂W∗
∂W∗

∂φüþ ýï ï

额外收入效应

(3)

式 (3) 表明消费者的产品特征需求如何随外生参数变化而变化。 具体地, 外生参数变化所引

起的消费者产品特征需求的变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表示补

偿需求如何变化, 是外生参数变化带来产品特征隐性价格相对变化从而导致的对这种产品特征消费

需求的变化。 收入效应包括全部收入效应和额外收入效应两部分, 全部收入效应是外生参数变化对

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影响所导致的对这种产品特征消费需求的变化; 额外收入效应是考虑环境公共物

品特征后出现的新的效应, 表示外生参数变化导致环境外溢价值变化, 从而消费者全部收入本身的

变化。 根据式 (3), 可以得到 Q∗ / φ > 0, ∀φ = w 或 Q
~
。 这一结果的经济含义如下: 绿色产品通常

是一种正常物品, 其他条件不变, 提升消费者收入禀赋或公共物品特征外溢价值, 会增加消费者的

实际收入与购买力, 预算曲面全面外移, 而不会改变功能性物品特征和公共物品特征的交叉隐性价

格弹性, 使得消费者的环保特征需求和绿色产品购买增加, 从而代表性消费者的环保性利益得以增

进, 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改善 (杨晓辉和游达明, 2022)。 但对于产品的技术特征 a 或 b 来说,
两类参数的任一变化都可能带来功能性物品特征和公共物品特征隐性价格的相对变化, 使得消费者

的环保特征和绿色产品需求因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而变得不确定 (管永昊等, 2020)。
由此可以判断, 绿色产品消费积累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需要针

对绿色产品的技术特征, 进行更加细致、 全面的分析。
考虑 Q∗随 W 增大而增大, 即 Q∗是正常物品的情况, 讨论式 (3), 有两种情形:

情形Ⅰ: 预算曲线为 1 - b
a Y + Q ≤ w + Q

~
时, Q∗ [ p∗

Y ( Φ), p∗
Q ( Φ), W∗ ( Φ)] =

Q∗ 1 - b
a , 1, w + Q

~( )。

此时, ∂Q∗

∂a = - 1 - b
a2

∂H
∂p∗

Y
- Y∗ ∂Q∗

∂W∗( ); ∂Q∗

∂b = - 1
a

∂H
∂p∗

Y
- Y∗ ∂Q∗

∂W∗( )。

情形Ⅱ: 预算曲线为 Y + 1 - a
b Q≤w + 1 - a

b Q
~

时, Q∗ [ p∗
Y (Φ), p∗

Q (Φ), W∗ (Φ)] =

Q∗ 1, 1 - a
b , w + 1 - a

b Q
~( )。

此时, ∂Q∗

∂a = - 1
b

∂H
∂p∗

Q
- Q∗ ∂Q∗

∂W∗ + Q
~ ∂Q∗

∂W∗( ); ∂Q∗

∂b = - 1 - a
b2

∂H
∂p∗

Q
- Q∗ ∂Q∗

∂W∗ + Q
~ ∂Q∗

∂W∗( )。
具体地, 情形Ⅱ时, 绿色产品技术特征参数 a 或 b 的增大降低了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隐性价

格, 其他条件不变, 消费者对该变化的替代效应是增加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 消费者实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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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加的收入效应同样是增加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 因此有∂Q∗ / ∂a > 0 和∂Q∗ / ∂b > 0。 这意味

着绿色产品的技术改进或产品创新起到了激励消费者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提供的积极作用, 消费者通

过增加绿色产品消费, 将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这一分析结果可以结合图 1 给予更直观的说

明。 在图 1 中, 两条直线边界刻画了消费者从产品特征消费中获得最大化效用水平需要满足的预算

约束, 分别对应情形Ⅰ和情形Ⅱ。 生产者采取不同的绿色技术创新类型, 意味着预算约束向外扩

张, 消费者的选择集合扩大。 当预算约束满足情形Ⅱ时, 绿色产品创新降低了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

隐性价格, 预算线将围绕横轴顺时针方向发生偏转, 可以看到, 绿色产品消费促进了环境公共物品

特征的提供, 表征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处在 Q 更高水平的位置, 这意味着生态环境

质量能够得以提升。

图 1　 产品技术特征参数变化的效应分解

情形Ⅰ时, 绿色产品技术特征参数的增大降低了功能性物品特征的隐性价格, 其他条件不变,
消费者对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需求变化取决于环境公共物品特征与功能性物品特征的相关关系或交

叉隐性价格弹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种物品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 本文根据绿色产品的功能性和

环保性特点, 对其在 a 和 b 维度上的生产技术特征作如下创新类型划分 (陈晨和王怀军, 2018; 刘

伟等, 2023), 如图 2 所示。

图 2　 产品创新类型

图 2 中, 产品功能 a 维度是指消费者所感受到的产品利益程度 (相同或增强), 技术能力 b 维

度是指现有环保技术边界的变革程度 (相同或先进)。 如果生产者利用新技术对现有产品或者工艺

进行扩展, 表现出技术和商业上的连续性, 则这类产品创新被称为连续性创新或渐进性创新。 如果

生产者是通过在工艺、 产品或服务领域创造出戏剧性变革, 改变了现有的市场和产业, 或者创造出

新的市场和产业, 则这类产品创新被称为间断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 介于这两类备受关注产品创新

类型之间的, 是表现为商业上不连续的市场创新和技术上不连续的技术创新。 基于绿色产品在产品

功能和技术能力维度的变化强弱, 绿色产品创新主要包括渐进性创新、 市场创新、 技术创新和突破

性创新四种类型。
回到情形Ⅰ中, 当绿色产品生产者实现的是渐进性创新或市场创新时, 改进后的绿色产品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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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功能上相近或具有明显优势, 消费者出于选择消费更加便宜的功能性物品特征的倾向, 可能

会增加购买绿色产品, 但绿色产品在技术能力上相当, 消费者有可能因此减少对环境公共物品特征

的提供, 即有∂Q∗ / ∂a < 0 和∂Q∗ / ∂b < 0, 其最终结果是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当绿色产品生产

者实现的是突破性创新或技术创新时, 改进后的绿色产品与原产品在功能上相近或具有明显优势,
消费者即使减少了对绿色产品的购买, 但绿色产品在技术能力上更加先进, 消费者仍有可能增加对

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 即有∂Q∗ / ∂a > 0 和∂Q∗ / ∂b > 0, 其最终结果是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提

升。 综合而言, 绿色产品生产的创新类型不同, 对应着消费者增加或者减少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提供

的差异化可能。
上述分析结果同样可以结合图 1 予以说明。 在图 1 中, 当预算约束满足情形Ⅰ时, 绿色产品创

新降低了功能性产品特征的隐性价格, 预算曲线围绕横轴逆时针方向发生偏转, 可以看到, 绿色产

品消费可能增加或减少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 当绿色生产技术在功能性特征中得到改进时, 生

产者近乎实现的是一种渐进性创新或市场创新, 这种创新对满足消费者的功能性利益而言是显著

的, 消费者表现出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倾向。 然而,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没有因此显著增加对环境

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 且一定程度上, 消费者对功能性产品特征需求的满足可能挤出一部分对环境

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 表现为减少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提供的替代效应大于实际购买力增大而增加环

境公共物品特征提供的收入效应, 从而表征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处在 Q 更低水平的

位置。 当绿色生产技术在环保性特征中得到改进时, 生产者近乎实现的是一种突破性创新或技术创

新, 这种创新对满足消费者的环保性利益而言是显著的, 消费者可能表现出减少绿色产品消费的倾

向。 然而, 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将突出表现在增加对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 表现为收入效应大

于减少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提供的替代效应, 从而表征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处在 Q 更

高水平的位置。 综合而言, 代表性消费者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与改进, 必须要满足一些前提

条件。

根据前述分析, 代表性消费者购买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需求函数是 Q = f (Q
~
, a, b), 在 s 个

消费者同质的假定下, 该函数可以写作 Q = f [ ( s - 1) Q / s, a, b]。 对其求 a 的导数, 有dQ
da

= sf (·)
s - ( s - 1) fQ~ (·)。

对情形Ⅰ时的预算曲线求 a 的导数, 有dY
da = Yda

a - adQ
s (1 - b)。

对目标函数式 (2) 取全微分, 并利用 MRSYQ = 1 - b
a , 有 dU = UY dY + a

1 - bdQ( )。 整理后得到

dU
da = UY

dY
da + a

1 - b
dQ
da( )。

将dY
da和

dQ
da带入上式, 整理可得: dU

da = UY
Y
a +

a ( s - 1) fa (Q
~
, a, b)

(1 - b) [ s - ( s - 1) fQ~ (Q
~
, a, b)]{ }。 因为

UY > 0, 所以有:

dU
da > 0 等价于 Y >

a2( s - 1) fa(Q
~ ,a,b)

(1 - b)[( s - 1) f Q~ (Q
~ ,a,b) - s]

(4)

同理, 可以解得:

dU
db > 0 等价于 Y >

a( s - 1) fb(Q
~ ,a,b)

( s - 1) f Q~ (Q
~ ,a,b) - 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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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 (4) 和式 (5), 绿色产品生产技术改进的同时, 如果要带来消费者效用水平的改善,

那么需要满足的条件是: fQ~ (Q
~
, a, b) 尽可能地小、 fa (Q

~
, a, b) 或 fb (Q

~
, a, b) 尽可能地

大、 Y 尽可能地大, 以及采取更有利于生产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突破式创新或技术创新。 这些条件

的经济含义不难理解: 首先, 调查分析显示 (陈晨和王怀军, 2018), 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更多是

出于身心健康满足等功能层面的需求而非出于社会性利益层面的考虑, 环境公共物品供给仍然存在

着普遍的 “搭便车” 问题, 于是有 fQ~ (Q
~
, a, b) < 0, 表示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与其外溢价

值之间是反向相关的关系。 fQ~ (Q
~
, a, b) 越小, 意味着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溢出效应越小, 不等

式成立的可能性越大, 生态环境质量越可能因生产技术改进而得到改善。 其次, 由 fQ~ (Q
~
, a, b)

<0, 有 fa (Q
~
, a, b) < 0 或 fb (Q

~
, a, b) < 0, 表示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提供与其技术创新之间

是反向相关的关系。 fa (Q
~
, a, b) 或 fb (Q

~
, a, b) 越小, 意味着环境公共物品特征与功能性产品

特征之间的替代效应越大, 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越大。 再次, 功能性产品特征的初始消费 Y 更高,
这意味着绿色产品对其隐性价格下降的收入效应更加显著, 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越大。 最后, 更有

利于生产环境公共物品特征的绿色技术类型, 这有助于产生更加纯粹的绿色产品消费扩张效应, 从

而不等式成立的可能性越大, 生态环境质量越可能因生产技术改进而得到改善。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绿色消费是从终端消费环节引导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 通过市场需求激励企业加大绿

色创新投入, 生产绿色产品, 实现可持续消费的一种消费行为和过程。 自绿色消费理念提出以来,
绿色产品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市场运行逐步规范, 但其市场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加速释放。 本文分

析绿色产品消费问题, 发现消费者收入禀赋、 公共物品特征外溢价值都是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和环

境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 产品创新类型不同, 会对消费者绿色产品选择、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产生不

确定性影响: 偏向提升绿色产品环保性特征的突破性创新和技术创新更容易激励消费者增加绿色产

品消费, 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如同消费者收入禀赋和环境公共物品特征外溢价值那样, 带来

消费者约束边界的纯粹扩张; 而偏向提升绿色产品功能性特征的渐进性创新和商业创新能否带来生

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需要满足更小的环境公共物品特征溢出效应、 更大的环境公共物品特征与功能

性产品特征替代效应、 更高的初始禀赋和功能性产品消费水平, 以及相对更有利于环境公共物品特

征的绿色生产技术等前提条件。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 着力提高中低消费者收入禀赋, 推动绿色消费更加深入人心。 消费者收入禀赋是促进绿

色产品消费的决定性因素, 特别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禀赋是扩大绿色消费水平的关键。 为

此, 政府部门在制定促消费的政策措施时, 必须要让中低收入群体享有更多的平等权利, 获得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在依靠就业创造收入的同时, 政府部门要加大公共财政支出调节力度, 多

渠道增加中低消费者收入、 提升中低消费者收入预期。 对单价较高的绿色产品, 开发面向消费者的

多元绿色金融产品, 以信贷利率、 保险等优惠来降低绿色消费成本; 对单价较低的绿色产品, 借助

智能信息技术建立消费者个人绿色消费账本, 与个人信用关联, 使消费者从产品消费中获得进一步

的收益奖励; 针对绿色产品可循环再利用的特点, 发展多元化交易模式, 提升消费者的参与感、 体

验感和成就感。 此外, 绿色消费意识影响消费行为, 推动绿色消费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政府部门要

营造绿色消费宣传教育氛围, 采取寓教于乐、 寓教于学、 寓教于购等方式方法, 宣传绿色消费理念

和知识, 帮助消费者转变旧的消费习惯, 带动消费者 “从我做起”, 做绿色消费的宣传者、 推动者、
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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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建立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 推动绿色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绿色消费和绿色发展是民

众生活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是经济社会系统质量和效益维度的突破性提升。 对此, 科技创新和

技术突破无疑是根本出路。 绿色低碳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环境保护技术, 特别是其中的颠覆性、 前沿

性、 负碳性技术, 将在消费转型进程中扮演关键性作用。 政府部门必须要建立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

系统, 同时推动目标导向建制科研, 锚定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予以有偏支持。 政府部门需要以国

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体系化优势, 加速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和分工, 创造

引领性的绿色创新科技成果; 推动研究型大学开展以学科为支撑的基础研究和高端人才培养, 尤其

是兴趣导向下的非共识研究, 建立深层次、 多元化、 多体系的合作网络, 强化源头绿色创新能力;
通过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资金政策, 培育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企业、 绿色低碳科技企业以及绿色技术创

新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隐形冠军” 和单项冠军企业, 激发提升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策源能力, 使得 “市场需求 -技术需求 -科学突破” 的反向互动显著增强。
再次, 进一步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 推动绿色产品市场规范发展。 消费者消费能力提升才有

可能容纳绿色产品生产能力增长, 从而引导企业生产更多绿色产品, 形成良性循环。 对此, 政府部

门应当充分发挥强化绿色消费经济政策的激励作用, 使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 金融、 价格等政

策工具形成协同效应。 具体地, 在财政政策激励方面, 各级政府需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发展的

支持力度, 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完善绿色税制, 制定节水、 节能、 回收等补贴政策,
引导消费者优先选择绿色产品, 同时有效降低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 拓展绿色产品采购的范围、 规

模和效率, 直接带动市场需求。 在金融政策激励方面, 应鼓励开发面向消费端的绿色金融产品; 发

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 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 加大对能源、 工业、 交通、 建筑等领域绿色发

展和转型的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通过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等产品, 降低企业绿色转型融资成本。 在

价格政策激励方面, 应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作用, 使价格变化的方向、 幅度和速度充分反映绿色产品

市场供求关系、 预期等的变化, 有效引导企业和消费者行为,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资源节约。
此外, 切实加强绿色产品监督和管理, 推动绿色产品外溢价值降低。 环境公共物品的价值外溢

容易引起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 使得生态环境面临极大压力, 出现各种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 对

此, 政府部门必须要加强环境监督和管理, 高度重视绿色产品认证扶持力度。 环境监督和管理方

面, 政府部门应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保护体系, 落实环保法律法规和政策, 形成更加完善的绿色生

产和绿色消费约束机制, 加强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损害的检测和惩处。 同时, 加强对生态环境质

量的监控, 及时掌握环境资源价值外溢的情况, 制定针对性的环保措施和预警机制, 尽可能减少资

源价值外溢对环境的影响和损害。 绿色产品认证关注与扶持方面, 政府部门应加大绿色产品认证工

作的宣传推广, 使消费者了解绿色认证产品, 提升其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度、 选择和处置绿色产品的

能力; 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 认证、 标识体系以及完善的绿色产品市场准入和追溯制度, 大力

推行绿色产品高端品质认证; 健全绿色产品采信机制, 帮扶企业开展全过程、 全要素、 全生命周期

的质量认证提升, 降低绿色产品价值外溢成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在实证检验和模型拓展方面还存在着改进空间。 后续一是可以结合消

费者调查数据以及企业创新类型数据, 对本文研究结论在不同国家、 地区或市场条件下的稳健性做

深入考察; 二是可以针对不同种类绿色产品的市场结构, 模拟技术特征变化对消费者效用和生态环

境质量的影响机制, 也可以拓展上述模型的消费者策略选择, 使消费者可以同时消费多种传统非绿

色产品、 多种绿色产品和提供多种公共物品, 引入产品消费给消费者带来功能性、 心理性等多种体

验以及环保性、 安全性等多种公共物品特征的情形, 设置基准参数值, 模拟参数条件变化可能引致

的影响, 以此推动绿色低碳产品更新和升级, 引导培育和真实显示消费者多样态的消费需求, 形成

供需良性互动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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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Analysis of Green Product Consump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mprovement

SONG Yan1, ZHANG M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12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Green product consumption is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green products into the
classic model of privat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combining the four innovation types of green product
produc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s of green product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sumer
income endowment and spillover value of public goods characteristics ar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formation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
innovation can have uncertain impacts on consumers􀆳 choices of green product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motivate consumers to increase their consumption of green products, leading to an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ether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commercial innovation can bring about
improvement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requires meeting some prerequisites, including smaller
spillov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characteristics, larger substitutio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characteristics and private goods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er initial consumption levels of private
goods.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green product; consumer choi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nova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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